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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技术外溢与企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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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群是促进技术外溢的重要机制。但相关理论还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已
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存在以下缺陷: 产业集群的指标度量不合理，将产业集群对创新的直接效

应等同于技术外溢效应，产业集群的地理与行业范围选择过宽。基于产业相近度指标可更为合理
地度量各地区的产业集群程度，检验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研发对本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以及产业

集群对这种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 1) 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研发对本企业的创新有显
著的外溢效应，但这种外溢效应仅在产业集群程度较高的地区存在; ( 2) 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
能从产业集群中获得外部研发活动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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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中国企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如何通过自主创新而
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保持竞争优势是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已有理论研究表明产业集
群是促进创新和技术外溢的重要机制( Jafe et al．，1993; Krugman，1991; Porter ＆ Stern，2001) 。
然而，以上研究结论还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 Lee，2009) ，尤其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微观研究还非常
少。即使是已有的少量实证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例如，Gilbert 等( 2008) 发现，由于技术
外溢效应的存在，位于高产业集群地区的企业拥有更高的创新绩效; 而 Lee( 2009) 、Breschi 和 Lis-
soni( 2001) 的研究则表明溢出知识的公共产品属性所产生的搭便车问题，使位于高产业集群地区
的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创新优势。
导致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Porter( 1998) 提出的产业集群( cluster) 概念的核心思想即相互关联( interconnected) 的公司
在地理上的集中所蕴含的关联性较难衡量。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产业地区集中度、地区专业化程度等
用于衡量产业集聚( agglomeration) 的指标来代替产业集群。然而，这些指标仅仅表明产业或企业在地
理上的集中程度，并不能反映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 Long ＆ Zhang，2011，2012; 龙小宁等，2015) 。易
开刚和马骊( 2014) 也指出现实中并不乏企业聚而不群的现象。第二，已有研究大多将产业集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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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外溢效应等同起来( 范剑勇、李方文，2011; 彭向、蒋传海，2011) 。技术外溢效应是指外部创新
对目标企业创新所产生的非市场化影响，而产业集群的效应则是特定领域中相互关联的企业在地理

上的集中为企业获取并消化外部思想和知识提供了便利进而对集群内的企业创新所产生的效应。
Ｒosenthal和 Strange( 2008) 明确区分了集聚经济与知识溢出效应的差异。第三，已有研究在探讨产业
集群或产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时多以地级或省级行政单位以及 CIC 2 位数行业作为分析对象( 彭向、
蒋传海，2011; 贺灿飞、潘峰华，2011; 李婧，2013) 。根据 Porter( 1998) 的界定，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一个
小地理范围的概念，较大的区域范围和过粗的行业层次无法准确反映企业之间的真实关联程度。因
此，研究技术外部性时应该选择窄范围的区域和行业( 范剑勇、李方文，2011) 。同时，已有研究更多关
注产业集聚对地区或行业整体而非企业个体创新的影响，而少量基于企业层面样本的研究依然存在

产业集群度量以及混淆产业集群外部性和技术外溢效应等问题。
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 1 ) 基于 Hausmann 和 Klinger

( 2006) 、Long 和 Zhang( 2011、2012) 、龙小宁等( 2015) 所提出的产业相近度指标更合理地衡量了地
区内的产业集群程度。( 2) 将外部研发的外溢效应与产业集群的外部性区分开来。( 3 ) 利用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县级地区 CIC 3 位数行业中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技术外溢是外部研发活动对企业创新所产生的非市场化影响。理论上，外部研发所产生的技
术知识( 尤其是隐性知识) 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外溢给企业: 员工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 企业之

间的产品贸易; 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与共享。通过技术外溢，企业可以了解到其他经济主体所从事
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从中获取新知识、新思想( Gilbert et al．，2008) 。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活
动日趋活跃并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① 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还不长，许多企业成立的时
间还很短，为数不少的中国工业企业为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或新生企业，技术积累不足、创新能力
有限，研发以模仿创新为主，真正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所占比重较小，在得益于自身的研发之外，许

多企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创新，即得益于同行业中的技术外溢效应

( Audretsch，1998) 。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企业创新受益于所在地区②同行业中外部研发的技术溢出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色( Long ＆ Zhang，2012 ) ，许多县

级行政单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可以使集群内的企业更接近市场和共享劳动力
( Marshall，1920) 。中国县级产业集群多为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专业化集群或垂直集群，集群内的企
业互为市场，从而，与市场的临近有利于企业更了解消费者需求和偏好，这将使企业的研发更有针

对性、更能契合消费者需求。与市场的临近还有利于企业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有
助于企业获取并整合创新资源、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快速响应、节省研发成本，进而企业有更高的
创新绩效水平。共享劳动力市场则可以使专业人才信息在集群内迅速传播，降低企业与专业人才
之间的相对搜寻成本，进而使企业与创新人才之间的匹配程度得以提高。因此，产业集群程度越
高，集群内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产业集群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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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 Ｒ＆D活动的企业数从 2000 年的 7116 个上升到 2010 年的 12 889 个，增加
了 81． 13% ; Ｒ＆D人员全时当量从 32． 9 万人年上升到了 137 万人年，增加了 3． 16 倍; Ｒ＆D 经费内部支出增加了
10． 36 倍; 发明专利从 2792 件上升到了 72 523 件，增加了 24． 9 倍。
如前所述，产业集群是一个窄地理范围概念，因此，本文将这里的地区限定为县，包括县、县级市以及地级

行政单位所辖区、旗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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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发现技术外溢，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Krugman，1991; Jaffe et al．，1993) 。
处在高产业集群地区的企业相对于那些分散选址的企业更能够从其他企业的研发活动中获取创新

所需的技术知识和思想( Ｒosenthal ＆ Strange，2008) 并有更高的创新绩效。产业集群对创新外溢效
应的作用机制如下: ( 1) 创新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被特定企业或个人所掌握的技术诀窍、
创新管理经验等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通常无法通过编码而传承，其有效传播有赖于员工之间
面对面、非正式的交流( McCann ＆ Folta，2008) 。而产业集群则为隐性知识的有效传播提供了一种
具有地理根植性的“产业氛围”，这种“产业氛围”是其他地区无法提供的( Bathelt et al．，2004 ) 。
在产业集群程度更高的地区，员工寻找新单位的机会更多，他们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企业

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员工之间频繁的、面对面的交流而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 stergaard，2009 ) 。
( 2) 产业集群有助于企业之间通过长期了解和互动对行业新知识和新技术形成一致的理解，或者
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形成一种知识共享的文化和习惯，这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吸收和消化外部机构溢

出的技术知识( McCann ＆ Folta，20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重点发展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以及优先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城市等方式，促进了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范剑
勇，2006) 。这种发展模式通过促进技术外溢而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创新绩效的不断提高。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 产业集群通过促进技术外溢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但是，企业在知识吸收能力、向外部企业学习的动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产业集群对不同

类型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将呈现不同的特征。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 ( 1) 国有企业大多集
中在资源型或资本密集型行业，所面临的创新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即使需要从外部引进技术，常常

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创新所需的知识来源，在一个窄范围的区域内外部研发对其创新的外溢效

应可能不明显。( 2) 外资企业大多基于全球价值链将其研发活动布局在母国、其他发达国家或中
国少数较发达的城市，而且它们通常拥有领先于全国甚至全球的技术水平，它们从技术水平更低的

企业那里获得的外溢效应通常较小。( 3) 对于诸多民营企业而言，因市场拓展能力有限，它们更专
注于本地市场，也更能够受益于本地产业集群带来的临近市场效应。此外，许多民营企业面临着信
贷、用地等方面较大的外部约束，生存压力较大，它们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从外部企业那里挖掘创新
所需的各种技术知识，试图通过内部竞争力的提升以克服外部条件的约束，因此，同行业中其他企

业的研发对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类似地，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创新上面临着资金、资源、人才、信息等诸多方面的劣势，

其技术积累相对不足，技术自给能力较差，对外部知识的依赖更强( Cooper ＆ Folta，2000) ; 同时，相
对于大型企业，生存压力使中小企业有更强的动力不断向外部企业和机构学习并努力争取与外部

企业和机构进行合作创新( Gilbert et al．，2008 ) 。因此，中小企业更能够从其他企业的研发中获
益。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假设 4: 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产业集群对技术外溢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

民营企业组中更显著; 相对于大型企业，产业集群对技术外溢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中

小型企业组中更显著。

三、数据来源、变量度量与模型设定

(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所采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样本包括全
部国有工业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覆盖范围与《中国统计
年鉴》的工业部分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数据相一致。由于该数据库仅在 2001 年以及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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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报告了企业研发支出数据，因此，本文的样本最终包含了 2001 年和 2005—2007 年共四年的
数据。① 借鉴聂辉华等( 2012) 的做法，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 1) 删除了法人代码重复、法人
名称重复以及两年法人代码或法人名称明显错误的样本; ( 2) 剔除了企业员工、营业收入、总资产、
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等为缺失值或者为 0 的样本以及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
资产净值、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实收资本小于等于 0 等明显不合理的样本; ( 3 ) 剔除了企业新
产品产值和研发支出小于 0 的样本。经处理后，最终共获得 862 811 个初始有效样本。
( 二) 变量选取与度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用去规模形式的企业新产品产值即企业新产品产值与总

产值之比来度量。完整的创新过程包含将创新资源转化为新知识、新技术的知识生产阶段和将新
知识、新技术等进行商业化以实现其商业价值的阶段。知识生产阶段的结果通常用专利数量来表
征; 创新的最终商业化的结果通常用新产品产值来表征( Acs et al．，2002 ) 。Freeman 和 Soete
( 1997) 指出，创新绩效不仅仅体现在创新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将发明或新产品引入市场的程度。
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新产品产值能够更有效地测度技术的经济价值( Hall et al．，2001) 。因
此，本文也选择新产品产值这一指标来度量企业的创新绩效。

2． 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支出强( ＲD) 度和企业外部研发支出强度( ＲDother) 。企业研

发支出强度( ＲD) ，用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来表示。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是
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企业外部研发支出强度( ＲDother) ，表示为某地区某行业中除了目
标企业之外所有其他企业的 Ｒ＆D支出强度的加权平均值( 权数为销售收入) ，该变量的系数可以
反映外部创新对目标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3．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产业集群( cluster) ，用该地区在某年的产业相近度来衡量。产业相近度基

于 Hausmann和 Klinger( 2006) 、Long和 Zhang( 2012) 、龙小宁等( 2015) 所提出的方法来计算。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 ( 1) 将中国的国家产业分类标准( CICs) 转化为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ICs) ; ( 2 ) 将
已经转换为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产品对接到国际贸易标准的产品级分类( SITCs) 上; ( 3) 以县和 3
位数 CIC产业为单位②，将企业级数据进行加总，然后计算各县中的每一个产业与该区域中所有其
他产业的加权平均相近度，权重为其他产业的规模，某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近度用这两种产业

都有净出口的概率来计算③; ( 4) 以某县所有产业的平均相近度作为该县的平均产业相近度，权重
依然为该县各产业的规模。
为了考察产业集群对技术外溢效应的调节效应，本文还构建了企业外部研发支出强度与产业

集群变量的交乘项，即 ＲDother × cluster。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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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也用 2005—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从县域来看，许多县的产业门类相对较少，如果产业范围细化到 4 位数行业，就会导致许多县在很多行业

中没有企业或者只有非常少的企业。如果企业过少，行业内企业外部研发的外溢效应也就无法得以体现。虽然 3
位数行业相对更宽泛，但 3 位数行业包含了更多具有相似生产技术或高度替代性的产品，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更多
的创新思想。此外，由于中国的省市的面积较大，如果地理层级为市或省，产业的区域布局可能较为分散，这必然
会弱化产业集群的“地理集中”这一属性，这可能会导致其对技术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我们选择县
3 位数行业作为基准。本文在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也考虑了市 3 位数行业、以及县 2 位数行业的情形。
具体参见 Hausmann 和 Klinger( 2006) 、Long 和 Zhang( 2012) 、龙小宁等( 2015) 等文献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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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两大类。( 1)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的对数( lnage) 、企业销售收入的对数( lnsale) 、
人均固定资产( fixassetpc) 、企业盈利能力( ＲOS) 以及企业所有权性质。( 2) 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
括行业竞争强度( compet) 以及行业研发支出强度( ＲDind) 。其中，行业竞争强度用 1 减去行业赫芬
达尔-赫希曼指数 ( HHI) 即行业中各企业销售份额平方之和来计算。行业研发支出强度用行业
Ｒ＆D支出与行业销售收入之比来表示。
( 三) 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是否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产业集群对这种外溢效应进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设定如下估计方程:

newprdctjkit = β0 + β1ＲDjkit + β2ＲDotherjk( －i) t + δi + τt + ε jkit ( 1)
newprdctjkit = β0 + β1ＲDjkit + β2ＲDotherjk( －i) t + β3clusterjt +

β4ＲDotherji( －i) t × clusterjt + γXjkit + ηZkt + δi + τt + ε jikt ( 2)
在上述估计方程中，j、k、i、t分别表示地区、行业、企业和年份。δi、τi、ε jik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固

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方程( 1) 为基础模型，在解释变量中仅加入企业研发支出强
度和外部研发支出强度。方程( 2) 在方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与外部研发支出
强度的交乘项以及各控制变量，其中 Xjkit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Zkt为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 ＲDotherjk( － i) t和 clusterjt为行业和地区层面变量，而因变量为企业层面变

量，通常情况下，单个企业的行为不会对行业或地区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因此，因变量与主要解释

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相对较小。但在中国情境下，各级政府的招商政策、工业园区化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的特定优势等可能会诱导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主动向特定产业集群转移、集中或创立新企
业，从而在整体上有可能会产生逆向因果关系。为了解决这种逆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
估计时剔除了观察期内新开工的企业以及在县域间变更了地址①的企业。同时，为了尽可能降低
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企业年龄和所有制类型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newprdctjkit变量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

为 1，标准差为 0. 154。这说明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差异较大，而且均值为 0． 0357，意味着大部分企
业的新产品产值占比很小，通过计算发现，仅有 9． 14%的企业其新产品产值占比是大于 0 的。同
时，企业研发支出强度变量 ＲDjkit、企业外部研发支出强度变量 ＲDotherjk( － i) t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
按 3 位数行业计算的县产业集群程度差异也较大，但分布相对均匀，其中 50%以上的县产业集群
程度低于所有县的均值。从行业竞争程度来看，该指标的均值为 0． 991，中位数为 0． 995，说明大部
分企业处于高竞争行业中，激烈的竞争可能会“倒逼”企业不断加强创新。其他控制变量在样本中
的体现也存在较大差异。
( 二)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表 2 报告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在模型( 1) 中，本文仅加入 ＲDjkit和 ＲDotherjk( － i) t这两个变量，同

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ＲDjkit和 ＲDotherjk( － i) t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
(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各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 3)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度量产
业集群的产业相近度指标( clusterjt ) 以及各控制变量的结果。在模型( 2 ) 和模型( 3 ) 中，ＲDjkit和

·84·
① 在县域间变更地址是指企业迁出本县或迁入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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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Dotherjk( － i) 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自身的研发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与 Cohen和 Levinthal( 1989) 的观点一致; 同时，在县域内企业所在的 3 位数行业中其他企业
的研发对本企业的创新绩效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本地区同行业中外部企业的研发对本

企业的创新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在模型( 3) 中，clusterjt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集群对企业
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从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ewprdctjkit 862811 0． 0357 0． 154 0 1

ＲDjkit 862811 0． 0012 0． 006 0 0． 052

ＲDotherjk( －i) t 862811 0． 0014 0． 0043 0 0． 0321

clusterjt 862811 0． 2266 0． 0216 0． 16 0． 297

ＲDotherjk( －i) t × clusterjt 862811 0． 0003 0． 001 0 0． 0073

lnagejkit 862811 1． 9195 0． 819 0 3． 9703

fixassetpcjkit－1 464357 71． 9141 103． 6498 0． 8383 693． 1488

lnsalejkit－1 464357 10． 1243 1． 2227 5． 8021 13． 9041

ＲOSjkit－1 464324 0． 0347 0． 0784 － 0． 5652 0． 3074

competkt－1 464357 0． 991 0． 013 0． 656 0． 999

ＲDindkt－1 464357 0． 0025 0． 0031 0 0． 0145

注: ( 1) 在描述性统计中未剔除新开工企业和在县域间变更地址的企业; ( 2) 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各变量

进行了首尾 1%的 winsor缩尾处理

表 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1) ( 2) ( 3) ( 4) ( 5)

ＲDjkit － 1. 3288＊＊＊ － 1. 0826＊＊＊ － 1. 0797＊＊＊ － 1. 3284＊＊＊ － 1. 0811＊＊＊

－ 0. 096 － 0. 0782 － 0. 0782 － 0. 0961 － 0. 0782

ＲDotherjk( －i) t 0. 3458＊＊＊ 0. 2586＊＊＊ 0. 2478＊＊ － 3. 5764＊＊＊ － 2. 9064＊＊

－ 0. 0985 － 0. 1001 － 0. 0997 － 1. 2585 － 1. 3432

clusterjt 0. 2270＊＊＊ 0. 1042* 0. 2172＊＊＊

－ 0. 0695 － 0. 0547 － 0. 0681

ＲDotherjk( －i) t × clusterjt 17. 1156＊＊＊ 13. 7421＊＊

－ 5. 5259 － 5. 8222

lnagejkit － 0. 0007 － 0. 001 － 0. 001

－ 0. 0011 － 0. 0011 － 0. 0011

fixassetpcjkit－1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 0

lnsalerjkit－1 0. 0035＊＊＊ 0. 0036＊＊＊ 0. 0036＊＊＊

－ 0. 0006 － 0. 0006 － 0. 0006

ＲOSjkit－1 － 0. 0092＊＊ － 0. 0090＊＊ － 0. 0088＊＊

－ 0. 0044 － 0. 0044 － 0. 004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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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1) ( 2) ( 3) ( 4) ( 5)

competkt－1 0. 0930* 0. 0868 0. 086

－ 0. 0565 － 0. 0565 － 0. 0565
ＲDindkt－1 0. 4079* 0. 3794 0. 364

－ 0. 2379 － 0. 2385 － 0. 2384

企业所有制 N Y Y N Y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Constant 0. 0349＊＊＊ － 0. 0980* － 0. 1443＊＊ 0. 0111 － 0. 1413＊＊

－ 0. 0007 － 0. 0564 － 0. 0584 － 0. 0122 － 0. 0583

adj. Ｒ2 0. 569 0. 6318 0. 6319 0. 569 0. 632

F 47. 0677＊＊＊ 18. 2184＊＊＊ 17. 2053＊＊＊ 33. 9925＊＊＊ 16. 2920＊＊＊

N 832267 463627 463627 832267 463627

注: ( 1) 因变量为 newprdctjkit ( 即去规模的企业新产品产值) ; ( 2 ) 圆括号内为县-年份水平的聚类标准误;

( 3)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 4) 已剔除观察期内的新开工企业和在县域间变更了地
址的企业

模型( 4) 是在模型( 1 ) 的基础上加入了 clusterjt及其与 ＲDotherjk( － i) t的交乘项( ＲDotherjk( － i) t ×
clusterjt ) 后的结果。模型( 5) 是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各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加
入交乘项后，ＲDotherjk( － i) t的系数为负。但由于交乘项 ＲDotherjk( － i) t × clusterjt的系数显著为正，此时
ＲDotherjk( － i) t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还取决于 clusterjt的取值，因此，不能据 ＲDotherjk( － i) t的系数即认
为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平均影响就显著为负。ＲDotherjk( － i) t对本企业创新绩效的平均影响应该用
clusterjt的平均值( = 0. 2266) 来计算。可以看到，据此计算得出的平均效果也为正( 即 － 2. 9064 +
13. 7421 × 0. 2266 = 0. 2076) ，与模型( 3 ) 和( 4 ) 中的估计结果的方向一致。另一方面，由于 ＲDo-
therjk( － i) t × clusterjt的系数为正，产业集群对外部研发活动的外溢效应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产
业集群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受到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研发活动的外溢效应越大。从 ＲDotherjk( － i) t及
ＲDotherjk( － i) t × clusterjt的系数来看，只要 clusterjt的值大于 0. 2089，外部研发活动的整体外溢效应即
为正。本文中 clusterjt的值大于 0. 2089 的样本占比 83. 52%，这说明大部分企业都获得了外部研发
活动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 三) 按企业所有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分组估计的结果与分析

表 3 中的模型( 1) —( 3) 是按企业所有权性质分组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研发支
出强度对三类所有制企业的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民营企业组中 ＲDotherjk( － i) t ×
clusterj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集群会促进地区内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研发对民营企业创新的
外溢效应。由 ＲDotherjk( － i) t与 ＲDotherjk( － i) t × clusterjt的系数可知，当 clusterjt的取值大于 0. 200 16 时，
外部研发对民营企业的整体外溢效应就为正。但产业集群对外溢效应进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
有企业组和外资企业组不显著。这可能是三类不同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压力不同
所导致的。政府的“父爱主义”情结使国有企业在资金、资源获取、政策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其面临的生存压力小，国有企业中的人员流动也相对较小，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吸收外部创新思想或

成果的动力和能力不足。而外资( 含港澳台) 企业通常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其创新活动主要
依赖于自身的研发投入而较少受益于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研发( Lee，2009 ) 。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
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营企业在融资、人才、资源获取、技术基础等方面均存在劣势，它们面临着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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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生存压力，有更大的动力从邻近的同行中吸收有用的技术知识进行创新，因而从所在高产业集

群地区的同行业企业的研发中受益更多。这些结果也与已有文献中民营企业在其他方面从产业集
群中受益更多的发现相一致。
表 3 中的模型( 4) —( 6) 报告了按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企业自身

研发投入对各种规模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只有中小企业组的 ＲDothejk( － i) t ×
clusterjt的系数显著为正。通过比较中小企业组中的交乘项及 ＲDotherjk( － i) t的系数可知，只要 clusterjt
的取值分别大于 0. 2079 和 0. 2193 时，同行业中的企业外部研发分别对小型和中型企业有显著的
技术外溢效应。综上，假设 4 得到了验证。

表 3 按所有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分组回归的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ＲDjkit － 0. 7095＊＊ － 1. 1835＊＊＊ － 0. 8022＊＊＊ － 1. 0217＊＊＊ － 1. 0923＊＊＊ － 0. 7293＊＊＊

－ 0. 2794 － 0. 131 － 0. 1671 － 0. 1852 － 0. 1179 － 0. 1202

ＲDotherjk( －i) t 1. 727 － 4. 4390＊＊ 1. 6191 3. 4785 － 3. 2110* － 2. 4296

－ 4. 2175 － 2. 0141 － 3. 0259 － 7. 7309 － 1. 8383 － 1. 512

clusterjt 0. 0549 0. 5482＊＊＊ 0. 0674 0. 0295 0. 0511 0. 2570＊＊＊

－ 0. 056 － 0. 1561 － 0. 1053 － 0. 175 － 0. 0732 － 0. 0853

ＲDotherjk( －i) t × clusterjt － 9. 5509 22. 1774＊＊ － 7. 756 － 17. 9966 15. 4425* 11. 0812*

－ 18. 6464 － 8. 7705 － 12. 9891 － 33. 9093 － 8. 0448 － 6. 5185

lnagejkit － 0. 0078* － 0. 0007 － 0. 0188＊＊＊ － 0. 0098* － 0. 0027 0. 0009

－ 0. 0045 － 0. 002 － 0. 0047 － 0. 0052 － 0. 002 － 0. 0014

fixassetpcjkit－1 0. 0000＊＊ 0 0 0 0 0. 0000*

0 0 0 0 0 0

lnsalerjkit－1 0. 0060＊＊ 0. 0053＊＊＊ 0. 0003 0. 0055* 0. 0027＊＊＊ 0. 0003

－ 0. 0025 － 0. 0008 － 0. 0012 － 0. 003 － 0. 0008 － 0. 0008

ＲOSjkit－1 0 0. 0018 － 0. 0164＊＊ 0. 0186 － 0. 005 － 0. 0054

－ 0. 0157 － 0. 0087 － 0. 0081 － 0. 0315 － 0. 008 － 0. 0054

competkt－1 0. 3619 0. 2397＊＊ 0. 0987 0. 142 0. 2574＊＊＊ 0. 0133

－ 0. 2517 － 0. 1052 － 0. 1033 － 0. 2421 － 0. 0944 － 0. 0824

ＲDindkt－1 － 0. 6447 0. 4096 1. 4096＊＊＊ 2. 0225* 0. 3821 － 0. 6448＊＊

－ 0. 7058 － 0. 3968 － 0. 4486 － 1. 0939 － 0. 4082 － 0. 2889

企业所有制 N N N Y Y Y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constant － 0. 3598 － － 0. 3978＊＊＊ － 0. 0619 － － 0. 1008 － － 0. 2704＊＊＊ － 0. 0582 －

－ 0. 2465 － 0. 1086 － 0. 1061 － 0. 251 － 0. 0977 － 0. 0835

adj. Ｒ2 0. 682 0. 666 0. 586 0. 774 0. 671 0. 601

F 2. 5917＊＊＊ 13. 2783＊＊＊ 6. 8273＊＊＊ 7. 6378＊＊＊ 9. 6206＊＊＊ 5. 0434＊＊＊

N 25308 209151 77395 23609 187215 25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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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将因变量设为新产

品虚拟变量; 将地理范围扩大至地级市; 将行业层级扩展至 2 位数行业; 将研发投入与产出取绝对
数。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2001 年以及 2005—2007 年共 4 年的数据，缺乏 2002—2004 年的
数据，为了使估计结果更为可靠，我们还利用 2005—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上稳健
性检验结果显示，前述假设依然得到了验证，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①

六、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县域范围内 3 位数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本企业创新的外溢
效应以及产业集群对这种外溢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不仅受企业自身研
发的影响以及产业集群的影响，也显著受到地区内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研发的影响。但是，同行业中
外部企业研发的外溢效应只在高产业集群地区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产业集群为创新要素的流动、
员工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促进了技术知识在集群内各企业之间的扩散。研究结果还发现，技
术外溢效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不一样。具体地，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创新绩效能够更显
著地受益于县域内同行业中外部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总体上，本文为同行业中
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以及产业集群对技术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与以往的研
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 ( 1)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对创新的影响并不能等同于技术外溢效
应，除了产业集群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外，产业集群还有利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产业集群是

技术外溢效应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 2) 本文借鉴产业相近度概念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度量，该度量
方法能够更确切地衡量产业集群中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产业集群的本质;

( 3) 本文是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来探讨产业集群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的。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从企业角度来看，正如 Porter 和 Stern( 2001 ) 所言，企业

不能只是简单地在企业内部对创新过程进行管理，企业还必须学会如何投资于其所在区县的创新

能力并利用其所在区县的创新机会。地理位置优势根植于专有的信息流以及与相关机构的特殊联
系。这是外部个体难以克服的障碍。Ｒ＆D 投资应优先流向那些最能带来创新的区县。尤其是对
那些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而言，选对位置对获取竞争优势尤为重要。集群内大量相互
关联的企业往往是互补性思想、产品和服务的来源。企业需要主动去挖掘其所处区县的创新环境
优势。从国家和地区层面来看，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县级产业集群水平以促进技术外溢效应的
发挥，推动县域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中央部委多次强调，在新常态下，中国
经济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创新是推动“中国制造 2025”的核心动力。国家也需要
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完善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自由

流动的政策体系加强产业集群的发展。县级政府需要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创造良好条件，这
对于中国真正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型企业和民营
企业是县域内技术外溢的主要受益者，县域产业集群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广大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

业提高创新绩效，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和产业升级。因此，对于县级行政单
位，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员工在各类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 之间自由流动和交流

的机制，以利于边区内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
本研究重点关注集群内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研发对单个企业创新绩效的外溢效应以及产业集群

对这种外溢效应的影响。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地区内上下游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研发对企业个体创

·25·
① 因篇幅问题，本文没有报告具体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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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外溢效应，以及大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研发活动对集群内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另外，如
何度量包含行业协会、高校以及所有类型企业的产业集群水平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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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lustering，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 Chang-weia，LONG Xiao-ninga，b

(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predicts that other firms’Ｒ＆D activities are helpful for a firm’s innovation via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that industrial clustering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promote technology spillovers． Yet，there lacks con-
sisten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on technology and firm innova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t findings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measures for industrial clustering are not ap-
propriate，the direct effect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on innovation has not been distinguished from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geographical scope and industry range used to measure industrial clustering are overly broad． The current study
measures industrial clustering more accuratel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proximity，and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in-
dustrial clustering on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firm innovation using county level and 3-digit industry level data． Our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by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has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on
a firm’s own innovation，but such spillover effects are only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 2) private firm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benefit more from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Keywords: industrial clustering，industrial proximity，technology spillovers，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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